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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里斯本市政廳歷史研究員。

沿著“絲綢之路”從西方到中國

羅利路*

前言　

本文試圖總括和涉及在葡萄牙人抵達中國之前的情況。歐維士於

1513年在廣東省的大嶼山樹立了一塊發現紀念碑，但是直到在1554年

蘇札與廣東省的中國地方當局負責人達成口頭協定之後，葡萄牙人才

獲得了地方當局的許可，在香山縣的一個港口——澳門安頓了下來，

在此展開貿易，於是形成了16-17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稱之為中國上帝

之城，或簡稱澳門的城市。

“絲綢之路”一般用來指從遙遠的時代起，那一系列通過陸路和海

路聯接中國和西方的途徑。必須指出的是“絲綢之路”這種稱呼是一種

現代的叫法。在遠古和中世紀的記錄中並無此種叫法。它產生於19世

紀末，是由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首創的。有些學者甚至討論將它作

為一種分析的概念來運用是否合適，因為 “絲綢之路”的概念非常廣

泛，難以掌握，因為它涉及到了不同空間與時間中變化多端的情況，

例如，“絲綢之路”及與它有關各族人民的情況，此外 ，“絲綢之路”也

作為比喻使用。

共有三條主要的“絲綢之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和兩條陸地

“絲綢之路”。考慮到“絲綢之路”對近代西方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澳門

的開埠、發展及生存，我們將詳細敘述海上“絲綢之路”。

在古代，上述 “絲綢之路”主要的範圍是：遠東、中亞，包括東南

亞，印度，阿拉伯半島，地中海沿岸的北非，中歐及西歐。隨著近代

的到來及首先由葡萄牙人開通的好望角航路而形成全球化商業網絡，

這條航線將傳統的“絲綢之路”聯繫了起來，而且直接將歐洲同中國聯

繫了起來，同時也首次以固定航班將美洲和澳州聯繫了起來，並進一

步加強了同非洲大陸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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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看到，在不同地區和文化之間，人員及貨物的交流在不同

的社會中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這樣，它們不僅運載了絲綢和瓷器，

同時也傳輸了絲綢和瓷器那巧妙的製造技術。從歐洲人方面來講，他

們獲得了新技術，例如造船、天文學和地圖學。這些都是工業革命必

要的技術。西方的飲食習慣也隨著香料和茶的引進而發生了變化。在

東方開始種植其他植物，例如來自美洲的馬鈴薯和玉米，還有非洲的

植物。社會習俗，例如衣著方面至今仍然崇尚精美的絲綢。遇到各種

慶祝活動，在西方開始燃放令人賞心悅目的焰火助興（現在我們居然忘

記了它起源於中國）。在思想方面，相互影響尤為強烈。這反映在佛

教、伊斯蘭教、景教及基督教的傳播上。“絲綢之路”本身便是一個大

熔爐，它彙集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哲學模式，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大一統

的思想。它是以國家官僚精英為基礎的。這影響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哲

學，同時歐洲自由主義的理想和解放的思想也影響了亞洲的精英。

自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發展完全取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

歷史的發展，以及取決於它同西方的宗教和科學關係。漢朝的國家統

一為抵禦蒙古人的入侵創造了條件。在漢武帝時代，再一次抗擊了匈

奴的入侵，同其他位於更西的地方，當時稱之為西域的地區建立了貿

易關係。後來稱玉門關以西的地方為西域。同時，中國公主與匈奴的

和親也保證了和平，但是每年要數次送“禮”（絲綢等）。匈奴將剩餘的

絲綢與位於更西邊的人民進行交換，最後到達羅馬人手中。

陸地 “絲綢之路”

就陸地“絲綢之路”而言，西安（古稱長安）當時是中國的始發或抵

達 點 。 漢 、 唐 期 間 ， 長 安 有 幾 千 名 外 國 人（從 商 人 、 外 交 使 節 到 學

生）。它距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7000公里。此處時為東羅馬帝國的

首都，且是“絲綢之路”的終點站。陸地帝國的鞏固為陸地“絲綢之路”

帶來了更大的穩定。西方有羅馬帝國，東方有中國的漢朝帝國，還有

位於包括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高昌國及波斯帝國。後來又出現了阿拉

伯帝國。最後出現了蒙古帝國。這些帝國都產生了某些穩定的效果，

因此不斷更新了“絲綢之路”上的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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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絲綢之路”，自然要談到由西漢張騫開通的道路。它已經過

了天山南麓，越過了甘肅的玉門關，進入了戈壁灘。

傳統上認為的張騫開通的道路是中國人首次對中亞的探查。它形

成了一條重要的聯結東亞和中亞的洲際交通要道。張騫是漢武帝派遣

的使節，曾兩度（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出使。搜集了許多地

理、政治及經濟情報，並且企圖與大月氏（位於目前的阿富汗北部） 結

成聯盟，目的是想獲得它的軍事援助來抗擊匈奴。這條通道始於長安

（今稱西安），途經隴西（臨洮）、酒泉、敦煌、過玉門關、焉耆、龜茲

庫木（阿克蘇）、 疏勒（喀什），在向北通過泊米爾（蔥嶺）地區直至蘭石

城（大夏）石。在歸途中，張騫從南側繞越了帕米爾（經過了莎車、玉

田、鄯善），又從北部繞過了祁連山（但是它怎於程得敦煌與酒泉以

南），最後他回到了隴西（臨洮）和長安（西安）。

漢朝在張騫通西域後，每年都派遣近5到12個政治經濟使團出使西

域國家。有些使團成員多達百人。商業交流的貨物包括大量的絲綢和

棉布，主要貿易對象是匈奴，然後從他們那 再換來馬匹。據估計，

在公元前3年，交易了3萬匹絲綢和15000公斤的棉花。“絲綢之路”上每

年的貿易額是6,970,000元（相當於100萬英鎊）。

儘管我們知道，在張騫之前，已經有兩條用來在中國和西方之間

運輸絲綢和其他貨物的道路。在春秋期間（公元前770-前256年）及戰國

時代（公元前476-前221年）。一條北上，基本是沿著北緯50度。它穿過

西伯利亞廣袤的草原，通到阿拉海，經過里海，然後再到黑海，最後

抵達君士坦丁堡。另外一條被稱之為“西南絲綢古道”。它起始於四川

省的成都（它在歷史上有15個絲綢市場。現在已經確證，它們位於主要

城市中。其錦鍛聞名遐邇）。它沿著四川和雲南之間的古道通向緬甸、

印度、阿富汗及前蘇聯（在梅爾沃，目前土庫曼斯坦的馬里的地方與另

外一條“絲綢之路”會合），然後再通向伊拉克，最後越過地中海。從成

都開始向大理和永春出發，然後再向南不同的地方分支，抵達孟加拉

灣及緬甸，其終端是巴塞因和毛淡棉這兩個城市。還有另外一條道路

是向東北，從大理通向昆明，然後再到越南的河內和海防。從永春通

印度，先是經過西北到達高哈蒂，然後再由此向南抵達孟加拉灣和印

度，再經過加爾哥達和更南面的馬圖拉與烏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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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也有其政治、外交用途，我們在此僅舉一例。隨著眾

多的商人商隊，許多外交使團也是經過東南亞這條“絲綢之路”進來

的。其中有撣國（它位於目前緬甸的東北部）的使節。它在公元97年、

120年及131年通過這條“絲綢之路”向中國遣使。第二個使團有樂師，

在東漢的首都洛陽大受歡迎。此次使團大獲成功。中國皇帝賜給了撣

國王一枚金印、絲綢及一正式封號，以紀念雙方之間友好關係的開

端。802年，驃國（目前的緬甸）的一個更大的使團也帶著樂師和舞師，

拜見了唐朝的德宗。此次使團的影響很大，甚至留下了有關的讚美詩

句。

通過“絲綢之路”進行哲學與宗教主要學派的傳播與相互影響，我

們還可以列舉東南“絲綢之路”。它連接了兩個最大的佛教國家（印度和

中國），同時也連接了東南亞的其他國家。通過它傳播了不同的佛教派

別，例如小乘佛教（16世紀以後，主要流行於緬甸）及大乘佛教（從四川

地區向雲南大理傳播）。不同思想及文化模式的流傳也在建築上留下了

痕跡。我們看到，大理地區有崇聖三塔（儘管有16層，共58米高，歷史

上經歷了地震而屹立不倒）。在江川石窟的墓穴及石雕上，我們看到了

不同文化的遺跡。

絲綢在羅馬社會日常生活和時尚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於

羅馬當局將其視為一經濟問題。支付這些絲綢和其他東方的貨物必須

使用貴重金屬，例如著名的羅馬金幣。羅馬元老院曾經干涉此事，企

圖規定只有婦女才可以使用絲綢。但是這個措施遠遠不足，這使得提

庇留在公元22年警告元老院說：“這些滿足女人虛榮的物品、珍寶及小

的奢侈品將帝國所有的財富都流到帝國之外，換來卻是亂七八糟的東

西。將帝國的金錢送給了外國，甚至是送給羅馬帝國的敵人。”後來

情況進一步惡化。根據著名作家老普林尼的估計，羅馬帝國當時每年

進口絲綢的款項高達487,900元（相當於7萬英磅）。托勒密儘管對遠東

有著很詳細的知識，但是他的知識也還是十分有限而模糊的。他將中

國形容為兩個不同的國家，一個是秦奈的“秦那”（那 便是《厄利特里

亞海遊記》中的秦奈）。另外一個叫“塞里卡”。托勒密說，“‘秦奈’的

北部可通‘塞里卡’。其東部的子午 便是印度以西未知地的分界。”同

時還說，航海家們敘述說，比秦那更遠的是塞里斯國和塞拉城。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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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紀中，秦那是可以通過海洋達到的地方，而塞里卡卻位於中國的

北部，只有通過陸路才可以抵達。經過了漫長的世紀後，直到17世紀

才由葡萄牙人 本多準確無誤地證明了這兩個國家實際上就是同一個

中國。

東、西方關於“絲綢之路”的文獻汗牛充棟。隨著年代的推進，離

開古代，進入中世紀和現代，研究越多。中國人的史學非常發達。每

朝的正史，都有地理志，還有各種零散的個人記載。在阿拉伯史學方

面，我們要著重指出的是蘇利曼的《中國及印度遊記》（851年）及伊本白

圖塔的遊記（1330年）。從西方史學而論，我們要著重指出的是老普林

尼、托勒密及匿名的《厄利特里亞海遊記》。中世紀旅行家留下的遊記

者幾乎都是宗教人士。這證明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聯繫很密切。為我們

留下遊記的人有：伯朗嘉賓（教皇於1247年派往中亞的使節），1252年

由聖類思派遣的僧侶盧布魯克。由教皇派遣的數個方濟各會修士：約

翰•蒙特•科維諾於1289年，安德烈•佩魯賈於1310年，鄂多立克於

1314年和約翰•瑪黎諾里於1340年。但從馬可波羅（1254-1324年）所寫

的《馬可波羅遊記》起，中國通過它的蒙古名字契丹才進入了歐洲人的

視野。然而，不僅僅是歐洲人，而且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來到了中

國。同時，也有中國人到了歐洲。北京地區的蒙古人列班•掃馬是景

教的僧侶，他於1287年來到巴黎晉見法國國王“美男子”飛利普，建議

構成一個攻打伊斯蘭的聯盟。

我們再來詳細地看一下這些長途跋涉的使節的情況。伯朗嘉賓（方

濟各會修士，約60歲）於1245年由教皇因諾森四世派遣出使中亞，以便

建立與蒙古人的和約，並將蒙古人皈依（但是蒙古大汗窩闊台於1241年

的逝世中止了對歐洲的入侵，但他們已經抵達了多瑙河）。他於1245年

4月離開里昂。於1246年在和林參加了新的蒙古皇帝貴由的加冕儀式。

他獲得了接見，並且拿得到了給教皇的回信。在此信中，蒙古君主要

求教皇臣服於他。此次出使意義重大，因為它為我們留下了有關蒙古

人人類學的概述——《蒙古史》。其重點是軍事情報並且提出了抵抗蒙

古人的方法。

另外一次使團（由教皇因諾森四世於1245年派遣）的成員是兩名多

明我會士克雷莫納和龍如美。當時他們只是把教皇的信件交給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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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先頭部隊。龍如美後來於1249年再次出使蒙古。他從尼科西亞

出發。當時聖類思王正在那 駐節。

盧布魯克於1252年接受法蘭克國王聖類思的決定出使。他要轉交回

復蒙古大汗的信函。此信是通過龍如美於1249年轉來的。蒙古貴由大汗

要求同法蘭克國王結盟，並且要求向他向蒙古人納貢。於是他派遣了佛

蘭德的方濟各會士盧布魯克於1253年5月在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克里米

亞。他走的是伯朗嘉賓的路程。路上發生了聖類思王信件遺失的事件，

而且加上他赤足而行，衣衫破爛不堪，所以沒有能夠被作為使節受到接

待。這一使節的傳教精神使得他從新大邯處獲得了可以傳播和皈依天主

教的許可。這使得某些景教的神父怒火中燒（他們以敘利亞語進行傳

教），而使節不會講這種語言，所以亞美尼亞的僧侶塞爾基指責他是騙

子。後來他受託將一封蒙哥大汗的信轉交給法蘭克國王。這封信 要求

法蘭克國王臣服並派遣正式的使節。這封信交到了聖若昂•德•阿克雷

修道院院長的手中。他未批准將此信交到法蘭克國王手 。所以他從修

道院中致函法蘭克國王，向他描述了旅行。這便是《蒙古帝國遊記》一

書。這一敘述十分重要，因為它首次建議將契丹確定為塞里斯國。此

外，還詳細地敘述了他所接觸的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

從中亞向中國派遣的使團也給我們留下了他們的見聞。阿魯混大

臣的兒子，波斯的朮外尼是忽羅珊和伊拉克的總督。他約於1252-1253

年期間出使蒙古（早盧布魯克一年）。他寫下了《世界征服史》。

現在我們再來看歐洲的情況，教皇尼古拉四世決定派遣由方濟各

會出使的多個使團，企圖再次與蒙古人結盟。約翰•蒙特•科維諾於

1289年出發。由於蒙古人的陸地征戰，決定在波斯灣乘船前往印度（在

此逗留了13個月），然後再前往中國。他於1293年忽必烈大汗逝世前不

久，抵達了漢八里。他的活動及在蒙古軍人中皈依的成就，詳細地記

錄在他於1306至1307年之間發回的信件中。他被指定為漢八里主教。

後又得到3個主教的輔助。他們於1313年抵達中國。當時教皇派遣了6

位代表。在泉州設立了一個主教區。當他於1330年逝世時，是大汗本

人要求派人來替代他。這便是1310年左右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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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多立克於1318年離開帕多瓦。在漢八里逗留了3年。其對中國的

敘述不如盧布魯克的敘述那樣精彩，但是有某些獨到之處。他涉及到

了中國婦女的三寸金蓮（對此馬可波羅無任何概述），而且他是第一個

涉及西藏拉薩的歐洲人。

教皇於1339年再次派遣了四位教廷使節。他們由約翰•瑪黎諾里

率領，但是於1342年才抵達中國。他們獻上了一匹白蹄大黑馬，令大

汗非常驚奇。約翰．瑪黎諾里在中國逗留了3、4年後回到歐洲。他給

我們留下的敘述說，從約翰．蒙特．科維諾以來，北京城有好幾個教

堂，在皇宮附近有一個大教堂。主教有一個很好的住所。所有的基督

教教士一切費用都是由皇帝供給的。

但是最有名的是波羅一家的旅行，尤其是《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家

喻戶曉。通過這本書，當時以蒙古名稱“契丹”而稱呼的中國最後進入

了歐洲人的視野。波羅家二兄弟馬特和尼古拉都是威尼斯的商人。他

們於1260年前往東方， 1269年返回。他們在中國旅行了3年。他們帶回

了一封大汗的信，要求派遣可以傳播基督教的百位聖賢。

1271至1295年間，兩個波羅兄弟又旅行了25年。這次與他們隨行

的有尼古拉的兒子，即馬特的侄子馬可波羅。馬可波羅可能為忽必烈

大汗服務了17年，曾數次正式出使。他們三人於1295年回到威尼斯。

在1298年的一次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的戰爭中，馬可波羅在熱那亞被

俘做了人質。他將他的遊記口述給了另外一個獄友比薩得魯斯提賽羅

（此人為英國國王亨利三世和愛德華一世的御用作家）。這一旅遊回憶

錄後來廣為傳播，名噪一時，出現了各處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標

題，例如《世界奇談》和《奇跡書》，然而最有名的題目可能是《百萬》。

此書有遊記敘述的人類學性質，還有中世紀人們的看法和想法，充滿

了奇人異國。

連接黑海到太平洋的陸地“絲綢之路”，在蒙古人統治期間更加安

全。蒙古人那廣闊的帝國 ﹝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帝國，包括西伯利

亞，俄羅斯到基輔，從波斯到敘利亞（暫時），印度，中國和中亞﹞ 建

立了一種相對的穩定。因此這些 “絲綢之路”上川流不息地來往著運載

香料、茶葉、絲綢和其他貴重織品，例如高級絲綢的貨物及外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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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隊。1638年，中國明朝取代蒙古人之後，中國開始轉為內向，甚

至禁止了海上貿易。在此期間，只有幾次例外的航行，這便是由鄭和

率領的航行（1405-1433）。

17世紀，葡萄牙人鄂本多重走了陸地“絲綢之路”（在1603-1607年

期間，從印度向中國旅行。他通過了帕米爾的阿富汗和戈壁灘，最後

抵達了中國的城市肅州並在那 於1607年逝世）。他因此而名垂青史，

但是正由於這位耶穌會會士的功勞，才親自確證了契丹王國（來自蒙古

語的地名契丹）便是“支那”（來自於梵語Cîna）。支那這個詞是由穆斯林

在歐洲傳播的。我們稱為是確證，因為首次提出這一看法的是盧布魯

克。他後來的馬丁拉達及利瑪竇都有這種意見。

近代歐洲擴張中所產生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

素，因為它對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的鬆馳起到了很大的壓力，以便葡

萄牙人在華貿易合法化。中國本身內部的矛盾，再加上它對日本及美

洲白銀的渴求，使得中國接受葡萄牙人定居於澳門。從這時起，陸地

“絲綢之路”便讓位於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現在通過

由葡萄牙人開闢的好望角航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不間斷，而且完

全通過海道連接了歐洲（葡萄牙）和中國。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

遠遠超過了陸地“絲綢之路”，因為一般來講，它使中國與歐洲之間的

貿易更加快捷、大量、直接、安全，然而它並沒有能夠完全消滅繼續

貫通中亞的陸地 “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尋找一條連接歐洲和中國的海上之路，儘管有許多危險和恐懼（這

是中世紀的思維散佈的），其目的便是克服中亞陸地“絲綢之路”的阻

礙。除了這些困難，還有不斷衝擊商隊所通過的地區的政治、經濟和

宗教的動蕩。傳統的海道或是通過紅海或是通過波斯灣，連接了地中

海和印度洋，然而，越過非洲南部好望角開闢的海上通道是由葡萄牙

人完成的。它不僅更加快捷，而且排除了一系列的中間商（阿拉伯人和

印度人。海道開通之前，必須依賴他們）。另一方面，傳統的海上“絲

綢之路”也包括部分陸程。其轉運使得運費更加昂貴，此外，增加了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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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或遺失的可能性。這便是沿著地中海海岸前往阿拉伯半島的皮特拉

和利諾克路雷地方，然後在由此進入紅海的港口雷烏克的路 。或者

走一條替代的路線，從亞利山大到埃及的紅海港口貝雷尼斯，或者是

從地中海，經過卡爾赫斯，帕爾米拉，從沃洛澤西雅德到塞琉古，通

過幼發拉底河流域到達波斯灣的港口斯帕希諾-查拉斯。通常而論，無

論是在紅海，還是在波斯灣的入海處，這些貨物需要易手。阿拉伯人

不讓歐洲人或印度人進來。一般是由他們將貨物運輸到印度海岸，然

後再易手進入東南亞或中國海。有時，為了通過馬來半島，還必須將

貨物轉送給陸地商隊。

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邊海地區之間並同其周邊人民建立了海上

聯繫。考古資料證明，這些地區，尤其是浙江從新石器時代便已經具

有了造船和航行的能力。從夏商的遺址來看，在西周時期，北部已通

日本，南通越南。在戰國時期，浙江的越國、福建和廣東人民及沿海

其他地區已經開始遠航。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徐福當時已經抵達日本（澶

洲，約公元前219-210年）。他是秦始皇的使節，去尋找長生不老的仙

葯。根據《日本書記》（卷8）的記載，絲綢可能於公元199年（神功天皇八

年） 被輸入日本。《三國志•魏書》稱，彩綢是魏明帝於238年贈送給日

本公主的禮物。後來中日雙方不斷互派使節，這便形成歷史上有名的

絲綢外交。足見這種貨物在兩國關係中的作用。據日本書籍《古事記》

載，絲綢織造在仁德天皇年間（270-310）傳入日本。

早在漢朝，番禺（目前的廣州）便已經是中華帝國向東南亞航行及

珍貴貨物（如珍珠、犀角、象牙、玉石和玳瑁）的貿易中樞。部分貨物

來自於其他國家。西漢期間，已經建立了雷州半島（今葉縣）到印度的

黃枝（係Kanchipuram的對音）的航道，由此再將貨物輸往阿拉伯和地

中海。中國船隻在前往印度的航程中，停靠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和

緬甸的港口。這些中國船隻輸出大量的黃金和絲綢，以換取前面提到

過的當地產品。

《後漢書》記載了許多亞、歐國家使節的到來：公元84年日南（越

南）和究不事（柬埔寨）。公元131年（爪哇，印度尼西亞）。公元159年和

公元年161天竺（印度）。公元97年，公元120年和公元131年撣國（緬

甸）。關於緬甸這樣記載說：“朝賀”並獻“幻人”。中國則“賜印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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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綵繒各有差也”。“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

南通大秦”。為了證明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確實有過海上貿易交往，在西

漢墓中，雷州半島的合浦和下西洋的始發點出土了如瑪瑙、彩色玻

璃、珍珠、玉石、水晶、琥珀等考古遺物。

《後 漢 書 • 大 秦 傳》記 載 ：“與 安 息 、 天 竺 交 巿 於 海 中 ， 利 有 十

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

得自達。”安息對陸地“絲綢之路”的壟斷使得中國將海上“絲綢之路”

作為推銷絲綢的另一替代路線。公元97年，班超已經派遣使節甘英通

過海路前往大秦國，以避開安息對陸地“絲綢之路”的壟斷，但是他僅

僅到達了位於波斯灣的條芝（即Taokè地區）。公元166年，羅馬皇帝馬

爾克•奧雷利•安托寧（中文中留下的名字是安敦）也派遣了一個使節

通過日南（越南）來中國，帶來了象牙、犀角及玳瑁，開闢了兩國人民

之間的貿易。

《三國志》記載了中國造船技術的日益完善，同時也記載了中國航海

事業的發展。位於長江口的吳國已經有了非常發達的航海。口岸城市如

揚州、吳郡（蘇州）、會稽（紹興）、膠州、南海（廣州）及交趾（河內，越

南）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當時它們都在吳國的統治之下。

廣州與交趾之間的海道成為了中國南海航行的通道。公元226年，從羅

馬來的一個商人秦倫從海上到達了交趾和武昌。同年，又派了兩名吳國

軍官（康泰和朱應）進行海上探險，抵達了扶南（柬埔寨）。扶南在3世紀

的擴張使它統治了一個廣闊的地區，成為了中國同印度和東南亞貿易、

政治交往的主要的中介及工具。康泰和朱應在國外20年的情況都記錄在

吳國志的扶南傳中。此書今佚，只保留下一些隻字片語，但還是記載下

了這一時期同西方，尤其是和羅馬的關係。這些記載亦見於《太平廣

記》。此書記載了公元284年東羅馬帝國（大秦）遣使來華。

後來有一段不穩定的時期，它破壞了“絲綢之路”的安全使用。唐

朝（681-917）的穩定再次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文化方面有中國文

字、飲食及服飾。紡織技術方面的織布向東方（朝鮮和日本） 和向西

（越南和東南亞）的傳播。在唐朝期間，海上“絲綢之路”又有了新的並

行發展。廣州可以被援引為例。阿拉伯商人蘇萊曼？（851年。似乎這

是外國作者第一篇關於廣州的文字描寫，流傳至今）將廣州形容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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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同印度洋貿易的重要城市。“當海員們從水路抵達中國時，負責接待

他們的華人，將他們的貨物和人安頓在商站中。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更

好地保護貨物，以免在6個月中發生任何事件，直至最後一艘大船的到

達（在同一季風季節）。華人對所有貨物徵收30%的進口稅（以實物支

付），其餘由商人自由買賣。皇帝需要的東西以最高價格購買並當時付

款。從來不讓商人們吃虧。在進口的貨物當中，皇帝優先購買的是樟

腦。”西方人在廣州出售象牙、金條、玳瑁和內刻飾案的犀角。中國人

將其作為腰帶使用。價格昂貴（每條價值可高達兩到三千迪那爾）。這

些貨物都是外國商人在印度購買的。東南亞的樟腦及檀香是富人墓葬

中必須使用的物品。索可特拉的蘆薈除了作為熏香外，還有藥物的用

途。印度的蘆薈則認為質量最上乘。每筐的售價可高達兩百迪那爾。

廣州當時出口生絲、絲 、金、銅、銀（以銀錠的形式作為貨物出口，

而不是作為貨幣）和珍珠。同時還購買大量的中國麝香。其質量遜於西

藏的麝香，但價格低廉許多。通過海路，也輸入了來自僧祇的暢銷的

龍涎香。蘇萊曼記敘說：“在阿拉創造的眾生中，中國人最心靈手巧，

善於創造。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造出比他們更好的東西來。”

在宋朝期間（960-1279），福建省，尤其是泉州（馬可波羅和伊本白

圖塔稱之為刺桐）。在海外貿易方面一躍超過了廣州。義大利人一般是

從黑海進口東方的貨物，阿拉伯人在華南的廣州和泉州。1330年伊本

白圖塔將刺桐描述為世界上五大港口之一。另外的4個港口分別是亞利

山大、克里米亞的蘇達克、印度的一個港口和廣州。馬可波羅也是從

刺桐出發，沿著海路返回義大利的。他將刺桐描寫為11至14世紀中國

海上貿易的主要中心。葡萄牙人也受到了有關刺桐絲綢的中世紀想像

的影響。它是通過阿拉伯人和義大利人的貿易傳播的。因此，他們開

始將某種絲綢取名為“cetim（緞子）”。

通過“絲綢之路”展開而不斷發展的貿易，總是取決於其通過的

地區的大國的政治背景及勢力較量等。如果政治不穩定會造成危險

及為使用商隊穿越草原、沙漠和高山的商人和商品增加了風險，因

而開始將他們的貨物使用替代的道路運輸，於是便增加了海路的重

要性。明清兩朝，外國同中國的政治及貿易關係只能夠在所謂合法

的“朝貢貿易”框架內進行，及所謂的“絲綢外交”。這種貿易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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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外國使團以使團名義掩蓋的，以貢品換回絲綢和其他中國產

品的方法。在古代的羅馬，絲綢曾貴過黃金。在中世紀和現代，中

國 以 外 的 織 造 中 心 的 產 生 ， 例 如 中 亞 、 西 西 里 ， 甚 至 在 法 國 的 里

昂，降低了絲綢的價值。

在葡萄牙人抵達印度洋前約50年，中國人已經放棄了對東南亞、

印度和東非海岸的海上航行。鄭和如果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

家，肯定是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他的七下西洋（1405-1433）從太平洋

航行到了東非海岸。他在歷史上留下的美名是三寶太監。他當時所指

揮的船隊是世界上最大的艦隊。這些遠洋帆船被稱為“寶船”。其歷史

作用已經得到了西方學者的承認，以至於德本漢將鄭和比作中國的達

伽瑪。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基本上是政治性質的，以便加強新皇帝登基的

合法性，同時也有一個較次要的經濟利益和進一步加深地理知識的目

的。尋找被推翻的建文帝（1399-1402）是中國官方史書所說的正式目

的，但不足以解釋為甚麼舉行了數次航行。在隱蔽的政治利益中，包

括探查中國南部及西方國家的實力，迫使他們的首領承認中華帝國皇

帝的宗主權和形式上的政治統治。從經濟角度而言，企圖再一次通過

朝貢使團來加強與這些國家的正式海上貿易。最後是為了進一步加深

對海上航線地理知識及這些國家特點的了解，以便增強中國海防。同

時，通過這些航行來收購各種產品、香藥、異獸，以供皇宮所用。實

際上，中國作為從太平洋到印度洋整個政治範疇為主導的強國和宗主

國的地位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確定與經濟性質緊密聯繫，頻頻倡導外

國貢使團來訪（印度洋主要的領主都向中國皇帝派遣過使節）。在出使

期間，似乎允許使團代表進行某種私人貿易（史料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不

是十分清楚）。在此，我們可以涉及一些當地的蘇丹或首領，如渤尼

（他於1408年訪問了南京並在此逝世）、麻六甲與蘇祿國的來訪。埃及

國王定時派遣攜帶貢品的使團出使明朝。作為對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

的回訪，麥加和麥迪那的一個代表團於1433年來到了南京。

史學家不斷地對這些航行對中國及亞洲科學知識所產生的影響進

行了探討，從地理到造船技術的發展，製圖學（屬於沿海圖），天文

學、地質學以至植物學。中國擴展了它的地理知識（土地、海洋及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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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開始更加容易地獲得一些奇珍（礦、植物） 和異獸（長頸鹿、斑

馬、駝鳥等）。這些航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初期的政治-外交性質，

成為了一種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傳播過程。從哲學、宗教思想到藝術

和廣義的文化，例如成立了一所翻譯學校（四夷館）。四夷館留下了幾

部很有意思的“譯語”。鄭和的隨員 面包括了當時一些著名的中國智

者，如哈三、馬歡、郭崇禮、費信和鞏珍，其中某些人為我們留下了

下西洋的書籍。關於下西洋影響的書籍汗牛充棟，舉辦了許多文化及

科學活動。在此，我們僅舉一例便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0-1996

年間所舉辦的“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的跨化學科綜合研究計劃。

隨著下西洋的結束，成千上萬的航行的參加者，造船業及後勤人

員，海上貿易人員，從給養和裝備服務的到農業和手工業的從業人員

的生計受到了影響，收入銳減。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後來便參加了對走

私和海盜的接濟，甚至直接參與了這些活動。隨著作為朝庭最顯著特

徵的海禁政策的再次執行，中國已經失去了對亞洲海洋的控制權。50

年後，葡萄牙人在16和17世紀統治了印度洋，繼之而來的是其他歐洲

列強，如荷蘭與英國。

15世紀，葡萄牙人開創性地首次使用遠海航行的技術，得以繞過

了非洲大陸，第一次完全通過海路將歐洲同印度（1498年）和中國（1513

年）直接聯繫了起來。由於船隻的巨大運載量，現在貨物可以大量運

輸，同時，只需要經過一手或是經過葡萄牙人，因此降低了運輸成

本，提高了利潤。葡萄牙人之所以可以控制印度洋的海路及在整個16

世紀和17世紀初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可以歸結為許多因素。其中包

括對當地勢利較量的瞭解的戰略能力，葡萄牙人很快加入了印度洋及

東南亞貿易的傳統區域網絡，其相應的海上軍事優勢，還有拉攏當地

勢利結成外交聯盟的能力。同時，對敢於同葡萄牙人的壟斷競爭的穆

斯林勢力予以堅決的打擊。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人一旦控制了印度

洋傳統的“絲綢之路”之後，又進行了創新，將印度洋同大西洋連接了

起來，構成了一條連續不斷的新的海上之路，繞過了非洲的好望角。

通過所設立的一系列戰略據點和所建立的葡萄牙堡壘來打擊它的穆斯

林敵人，並得到了某些當地政權的協助。通行證制度（這是葡萄牙人發

給某些船隻的通行證件，但是需要交納一定的費用）便是這一體系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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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特點。儘管其貿易形式並沒對印度洋原來的貿易體系進行革新，

但是一般來講，葡萄牙人已經滲透到了亞洲傳統的區域網絡之中，可

以接觸到那些特產。儘管曾經想把印度洋的主要貿易納入葡萄牙人的

網絡，而且是暫時達到了將它擺脫中東及原來地中海的聯繫網絡，而

對於中國來講，它則加入了傳統的中國朝供貿易體制和在其領土上安

頓外國人的體系。葡萄牙船隻從里斯本到澳門的漫長旅行中，他們將

所運載的在前一港口所裝載的貨物，在下一港口進行交易。從里斯本

直接運往中國貨物或從中國直接運往里斯本的貨物是特殊物品，佔貨

物的小部分。金和銀是葡萄牙人用來購買印度胡椒、中國的絲綢和瓷

器的主要貨物。在東南亞，他們可以用棉布來交換香料。

但是為了瞭解澳門在葡萄牙人壟斷中西貿易幾個世紀的基本作用

及澳門作為一座葡中城市頑強生存的歷史，我們應該考慮到三個因

素：經濟、地理和政治。澳門建立在原來海上“絲綢之路”的端點之

一，即廣州市。加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使得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為

了中國和外國之間貿易的中介人。這樣葡萄牙人可以滿足中國人對從

日本和美洲（通過菲律賓或好望角航線）來的大量白銀需求。中國人15

世紀海上擴張政策的放棄其及海禁政策造成了私人貿易和中國海面海

盜現象的增加，於是葡萄牙人便參加了圍剿這些海盜的戰役。從軍事

和政治角度來講，葡萄牙人對中國不構成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同意並

服從一種對葡萄牙和中國的雙重效忠。葡萄牙人交納地租和海外貿易

商業稅。此外，只要中國當局一有要求，他們必須向兩廣總督彙報一

切。澳門的葡萄牙人，他們對於廣東地方當局來講，在經濟和政治上

更有利用之處。所以，兩廣比其他地區，尤其是與其他邊海省份相

比，在經濟上更有實力，因為在很長時間內，澳門是唯一的一個合法

的海外貿易港口。從另一方面來講，另外一些中國官員開過先例，使

得他們有機會向朝廷進貢西方的奇珍異物。葡萄牙人從17世紀中葉開始在

印度洋的掌握的航 先為荷蘭人的取代，後又為英國和法國人所取代。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儘管海上“絲綢之路”非常成功，但是它並沒

有能夠完全取代或阻止陸地“絲綢之路”繼續向中亞，甚至有時向西方

提供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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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文明意義對於人類來講，是十分

重要的，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世界。“絲綢之路”促

進了許多大的中國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國際化。“絲綢之路”是一系列有

形的陸地或海上通道，但是通過它們所流通的不僅僅是人員和動物，

不僅僅是物質財富，例如那些珍奇異寶和貴重的貨物。同時，它構成

一系列最高的文化價值：從哲學和宗教、科學、科技思想，從語言到

音樂， 從服飾到飲食。自然，這一相互影響是雙向的：東、西方互相

取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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